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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以来，“河东”称谓用来指代晋西南，这与秦国的发

展史密切相关。在秦国到达河东之前，该地区在整体政治格

局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突出。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早期的

“河东”称谓被用来指代兖州，而非晋西南。对这一地域称谓

内涵的演变进行梳理，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河东文化的发展

历程。
一、商代之“河东”
甲骨文对商王某些行动的描述已经使用了“河东”这样

的组合。如“癸巳卜古贞令诗般涉于河东”、“……虎……方其

涉河东？其……”[1]490 这里的“河东”应当如何理解呢？陈梦家

认为就是指晋西南地区。就商代势力扩展所及地域来看，这

当然是可能的。学者指出：“商代文化是晋文化直接继承的部

分。”[2]并且商王朝确曾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晋西南。劳榦认

为：“在今山西省的霍山，也就是岳山，这是殷商时代河山祭

祀的代表，”又说：“在殷商时代，霍山必在商的境内，而成为

一个重要据点，当无疑义。”[3]132《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河东

道一”晋州霍邑县条：“本汉彘县也，属河东郡……霍山，一名

太岳，在县东三十里。”[4]340 今日的山西西南部也发现了若干

商代的城址，如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属早商时期遗址。但

学者认为“早商时期对山西地区的控制仅仅局限于在晋南地

区建立若干军事据点”，之后的“中商时期的商文化遗存集中

分布在长治、屯留一带的晋东南一带”，而“商代中期以后的商

文化遗存，在晋南地区甚为罕见”[5]。照此说来，商代中后期，

商人的势力已经退到了太行山以东。后来“西伯戡黎”引起商

王惊惧的记载也表明①，商晚期的实际控制地域已经退至后世

所谓的“河内”之地。可以说，商朝自始至终对晋西南一带的

控制力都很有限，在这种形势下，商人似乎并不具备把晋西南

地区称为“河东”的现实基础。因此，陈梦家对甲骨文“河东”
地域的判定还是存在疑问的。

一方面，商代对河东的控制力有限，另一方面，对商人来

讲，与东夷的关系更为他们所关注。早在周人逼近商的中心

统治区时，“商的东方，却又有大规模的东夷之叛！”[6]92““纣在

东方的战役大约相当激烈。”[6]91 商王朝对东夷的征讨，如果不

越过黄河，那就无法进行。进而，也就不难理解，商人打击东

夷，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涉河而东行动趋向。相反的，如果要对

晋西南用兵，途中所“涉”之河应当是沁水，但其行动方向是涉

河而西，绝非“涉河东”。从商王朝东西两方的政治形势来说，

甲骨文中的“河东”，理解为鲁西南或许更妥当。
当然，商代的“涉河东”、“涉于河东”不能解释为前往晋西

南，需要确认的一个前提是：甲骨文中的“河东”是否已经成为

固化的地域称谓？甚至已经固化为后世意义上的“河东”称
谓②？秦汉人说到河东，一般都指河东郡，对于汉文化共同体

摘 要：“河东”地域称谓承载了重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该称谓经历了长时段的演变。商代是“河东”称谓的萌生期，

指河济之间，与后来的“河东曰兖州”意义相同。后世常用的晋西南意义的“河东”称谓产生于秦人，而居于晋西南的晋、魏之人却称

此地为“河内”或“西河”。历史以秦人为主体统一六国，晋西南之“河东”称谓因此上升到国家行政层面，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层面仍

在使用最初的“河东”含义。王莽曾经废除行政层面的“河东”称谓，但两汉时期大体上继承了河东称谓的这两个层面。
关键词：地域称谓；河东；自我中心；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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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人也会称自己的土地为“河东”，其地理意识与河西人出现了同一趋向。这就是所谓的“固化”，其结果就是，无论身处何地何方，只要是一

个文化共同体，都使用同一内涵的同一地域称谓。地域称谓的固化还有另一种途径，那就是殖民。某一个文化空白地区在没有进入特定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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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几乎用不着解释什么。但是，商代的“河东”似乎只是

一个很宽泛的地域概念。“涉于河东”的提法，因其前面有介

词“于”，使得该例中的“河东”显现出相对较强的地域称谓色

彩。而“涉河东”一语就很难确定了，既可以看作地域概念，也

可以理解为越河而东，“河”字与“涉”连读，做宾语，“东”字仅

仅描述了过河之后的行动方向。无论采用哪个意义，商人都

无可质疑地已经活动于“河东”之地。只不过，商人所说的“河

东”尚处于地域称谓产生的初始阶段，甲骨文中所见寥寥无

几。在这个阶段，地域称谓的出现脱离不了商人以自我群体

为中心的心理色彩。
商人描述自己周围的地域，最常用的是“亘方”、“鬼方”

等“某方”格式，在占卜收成时，则用“东土”、“西土”、“南土”、
“北土”的“某土”格式，而“河东”称谓既非方国，亦非方土，从

使用频率来看，远不及“某方”、“某土”的常见格式，这大概可

以表明，当时的“河东”称谓正处于发生期，还远未普及。如果

其时的“河东”指代今日山西西南部，那么，一个初来乍到的

“河东”地域，竟然出现在商王朝的西方，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陈梦家对“河东”称谓的地域判定，其不当之处很可能就在于

他以秦汉通行的“河东”称谓来关照甲骨资料，而没有考虑到

地域称谓长期演变的过程。实际上，综合商代政治形势和地

域称谓的产生机制，商人所谓的“河东”不可能指晋西南地

区，只能是“古河济之间”。
二、“河东曰兖州”
“河东”称谓的早期含义传承了很久。《周礼·职方氏》曰：

“河东曰兖州，”[7]862《尚书·禹贡》：“济河惟兖州。”孔安国传曰：

“东南据济，西北距河。”孔颖达作了进一步解释：“据谓跨之；

距，至也。济、河之间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济而过东南，越济

水，西北至东河也。”[7]147《尔雅·释地》也说：“济、河间曰兖

州。”[8]2614 可见，《周礼》所谓“河东”指的仍然是济、河之间的区

域。虽然《周礼》的成书年代备受争议，早者及于周公，晚者推

至西汉，但倾向于战国时期的学者较多，并且其中包含着有

关早期制度的诸多材料。“河东曰兖州”或许就是较早形成的

说法，其形成年代也许不晚于春秋。《汉书·地理志》也有“河

东曰兖州”的提法，汉代“河东”几乎可以与“河东郡”划等号，

班固仍然以之记录州制，却无产生歧义之虞，再联系《地理

志》对其它各州的地域限定用语，可以肯定，班固在此处抄录

了《周礼》。如果说《周礼》“河东曰兖州”一语诞生于西汉，那

么，由于河东郡的存在，在大一统政治形势下，这个说法徒滋

纷扰，如何去普及，并被班固奉为经典加以抄录？我们认为

《周礼》“河东曰兖州”是较早的东西，绝非没有根据，因为，这

里的“河东”所指地域与商代的“河东”称谓若合符契，二者一

脉相承。
进一步的问题是，周灭商，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往西方，也

就是后世所谓的“关中”地区，这个地区的政治实体先有周，后

有秦，二者在先秦历史中都有过十分突出的地位。如果站在

周秦的角度，那么，二者所谓的“河东”应当是晋西南地区。但

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当“九州”或“十二州”制萌生时①，主宰关

中的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西周天子，或者后来的秦国。至于究

竟是哪个，这取决于对“九州”制产生时代的判断，这里暂且不

论。不管哪个政治实体统治关中，有一点不容置疑，是距离关

中遥远的兖州而不是更近的晋西南最早被赋予经典意义上

“河东”称谓。这又当如何解释呢？这里存在如下可能：

（一）周王朝对河济地区给予了比晋西南更高的关注度。
如果州制产生时，统治关中的是周王朝，那么，从政治形势上

说，周天子的处境和商王朝存在一个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

东夷之地依旧不稳定。周初曾经“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

姑”[9]周本纪，相传周穆王西游时，“徐偃王作乱，”[9]秦本纪《诗经·鲁

颂》记载分封鲁国的目的就是“保彼东方”[10]615。《史记·齐太公

世家》：“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

太公争国。”又“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

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

伯，实得征之。’”“淮夷”、“夷”的势力很强大，周王朝对此不得

不重视，分封齐鲁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淮夷来同，莫不

率从”[10]617。不难看出，东方“河东”之地一贯是商周王朝需要

花费大量心思重点经营的地区，统治者的目光聚焦于此。
《尚书·西伯戡黎》反映的是商末历史，记载表明，在未灭

商时，周人的势力已经扩展到太行山一带，而这个地区正是后

世“河东”与“河内”的交界地带。虞芮争讼事件，得到周文王

的妥善处理，达成了和解，虞、芮正属河东之地②。可以说，今

日山西西南部地区在周文王时期实际上已经纳入周人版图。
此后，晋国分封于此，到西周晚期的“国人”暴动，迫使周厉王

出逃于彘，我们注意到，他所择取的栖身之地正在河东地区。
这似乎意味着河东地区与周天子之间的关系一向比较亲密，

当周天子落难时，可以引为依靠。对于周天子来说，处理与近

在咫尺的“河东”之关系，显得不是特别突出。从晋国始封的

历史来看，其实施分封的现实紧迫感显然不如齐鲁，因为在灭

商之前，这个地区已经被周人所控制。《史记》所记“桐叶封弟”
的故事未必可信，但是，以儿戏的方式进行分封，这样的说法

视野时，不可能被这一群体命名。当他们发现并开发这一地区后，该地区就有了“山东”、“河北”之类的名称，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文化分支群

体，就采用了类似的地域称谓，与文化母体保持一致。笔者家乡情况可作为参照。笔者家乡叫“池底村”，村子中心叫“寨上”，面积不大，四周是

壕沟，壕沟内缘边上所砌寨墙残迹犹存。壕沟内以前有水流过，河边玩耍是笔者童年的美好记忆。其整体地理形势犹如古代的城池，寨墙就是

城墙，壕沟相当于护城河。后来，因为人口增加，笔者父母那一辈包括笔者父母在内的几户人家搬迁到壕沟的北边定居了，另外一些迁往东

边、南边，这些新出现的居住区分别叫“沟北”、“东村”、“南场”，不仅留在寨上的人这样称呼，新区的人也这么叫。外村的人问起笔者籍贯的

话，只说池底村是不够的，往往还要加上“俺是沟北的”。实际上，“沟北”原本是寨上人对笔者家所在片区的称谓。
①“九州”或“十二州”的形成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有学者认为，战国的大九州学说就是九州说的扩展，因此，九州说的萌生应当更早。
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也。故芮城在芮城县西二十里有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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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司马迁杜撰，既然此说长期流行，或许正是晋国始封无

足轻重的真实文化反映。可以肯定，在西周分封制度下，宗周

与晋国所在的河东地区的交往会得到加强，不过，也正由于

此，该地区的独立性就难以突出。
（二） 秦国实力不够，没能获取地域命名超国别的主导

权。如果州制产生于春秋时期，秦国虽然也具有称晋西南为

河东的区位特点，不过，它属于新兴诸侯国，实力发展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而要取得以“九州”之制规划天下的资格，那该

需要君临天下的权力，秦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即

便秦人称晋西南为“河东”，晋人恐怕是不会接受的。需要注

意的是，秦国称晋西南为“河东”的可能性相当大（详见下

节），但是，这个称谓只在秦人那里适用。后来的历史表明，秦

国最终取得了命名主导权，我们看到，是秦国设置了河东郡，

不但全国通用河东郡指代晋西南，继起的好多朝代都使用这

个称谓。
（三）东方人的视角，决定了“河东”含义的取舍。所谓“取

舍”，实际上已经暗含“河东”称谓多样化的论述前提。可以相

信，随着交通越来越发达，诸侯国交往日趋频繁，原先只在特

定群体通用的“河东”概念一定会扩散，进而为他国所熟知，

至于接受与否，另当别论。鲁国位于“河东”，这是站在河内人

的角度来讲的，鲁国人起初或许不这样称呼自己的国度。然

而，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就自称鲁国为“河东”。上博简《仲

弓》篇：“孔子曰：‘……與闻之，夫季氏，河东之盛家也’。”[11]264

可见，起源于河内殷人的“河东”早期含义，不知何时起已被

鲁国人（也就是河东人）自己所接受。秦人内部使用的“河东”
称谓，随着秦国不断参与中原事务，必然进入东方人的生活

领域。只不过，因为列国纷争的实际情势，东方人有自己的一

套表达方式。有学者认为，《周礼》出自东方人之手，目的在于

设计统一蓝图。这或许就是《职方氏》无视晋西南之“河东”，
而将这一概念冠于兖州之上的又一原因。

三、晋、魏之人对晋西南的称呼

传世文献中，目前所见最早以“河东”称谓指代晋西南的

是《左传》，僖公十五年：“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杜
预注：“征，赋也。”[12]1808《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系此于秦穆公十

六年：“为河东置官司。”记录的史事虽属春秋时期，然而，未

必就能直接说明秦穆公时代的秦国人已经称晋西南为“河

东”了。不过，一般认为，《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的作品，文

本中出现“征晋河东”的提法，首先表明鲁国人也接受了以秦

国为视角所称呼的“河东”。这大概是“河东”称谓扩展所致。
进而可以推知，秦国人称晋西南为“河东”已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而“晋河东”的提法似乎透露了这样的弦外之音：在左丘

明生活的时代，“河东”已不是河济之间的专利，晋西南的“河

东”业已出现，在叙述中需要加以区分。
在西周、春秋时期，今日山西的西南部主要是晋国的封

地。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河东”，这使得晋国与这一称谓胶

合在一起。“河东”称谓虽然是指晋国土地，实际上，春秋战国

之际的人们对该地区似乎还使用其它称谓，这从“河外”一词

的使用可以约略窥知。晋国对《左传》僖公十五年“秦始征晋

河东”两年后，“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12]1809

“河东”是相对于“河西”而言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

无“河西”称谓的相关记录，《周礼·职方氏》的地理分区亦无

“河西”区①，《史记》虽记晋公子夷吾之言：“诚得立，请割晋之

河西八城，”[9]秦本纪但这个记录出自太史公，不能排除他用后世

地名比附的可能性。《左传》的记述却与《史记》存在差异，《左

传》僖公十五年惟言：“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

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12]1805《国语·晋语》的说法是：

“且入河外列城五，”[13]P296《左传》、《国语》均不用“河西”称谓，

而用“河外”。这极有可能也是晋人对河西地区的称呼，因为

《周礼·职方氏》有言：“河内曰冀州，”很明显，此处的河内就是

指《禹贡》所谓的“两河之间”。而这片地区一向为三晋之地。
三晋之地既然叫做“河内”，那么，黄河西岸的土地不称“河

西”，而叫“河外”，这并不奇怪。
《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弟叔

处于霍，后世晋献公灭霍公，后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平阳

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卫国。”卫国大致处于秦汉所谓的河

内，褚先生却说是由“河东晋地”分割出来的。这说明，直到汉

代，“河东”与“河内”仍然可以混称，两种地域概念并非像行政

区域那样截然分开。可以想见，春秋战国之际的晋人在称呼

本地区时，使用“河内”称谓是有可能的，因为，晋国未必甘心

放弃以本国为中心，谋取霸权的思维模式，在命名自己的地域

时，依旧摆脱不开地域称谓诞生过程中以自我中心的认知因

素，而“河内”的“内”字与“河外”之“外”，正好突出了这种自我

中心的心理特征。同样地，也正是这个因素，决定着晋西南之

“河东”不是产生于晋，而应该出于秦人之口。
三家分晋使得韩、赵、魏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对立，这时就

出现了分割“河内”的现实需要。梁惠王对孟子说过一句很著

名的话，“寡人之于国也，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

河内，河东凶亦然。”无论怎么理解这里的“河东”，有一点可

以肯定，梁惠王所说的“河内”应当不包括晋西南。《史记·河

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汉书·沟洫志》
的记载大为不同：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至文侯曾

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

（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

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

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

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

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班固将引漳溉邺的功绩归于史起，并且加入了不少细节

文字，史起、西门豹二人所处时代也交代得很清晰，可信度似

当在《史记》之上。不过，两则材料可以反映同一个事实，班、
马二人都认为引漳溉邺的做法导致的结果是“富魏之河内”，

①《周礼·职方氏》使用的是“正西曰雍州”。

·晋文化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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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概而言之，实际上，“西河”还可能包括今日陕西境内曾被魏国占领的临河地区。

《史记·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这
个“河内”就是漳水所灌溉的区域，也是西门豹任职的地方。
绝不能及于魏国的晋西南地区。

在我看来，魏国对本国所属的晋西南地区另有称谓，可

能就叫“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文侯以吴起善用兵，

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学者多以为

此“西河”与汉代西河郡存在某种关系，实际并非如此。同传

又有“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之语，如果说吴起仅仅是把守

这条“西河”，那么，河对岸是秦国，“拒秦”则可，何以拒韩呢？

同传又言：“（吴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可
见，吴起做西河守，“以拒秦、韩，”绝非虚言。守西河之所以能

够拒秦兼拒韩，那是因为西河实际上为一大片区域，其地域

范围与晋西南大致相当。《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使

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渑池与宜阳，两

地毗邻，《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宜阳县条”：“在黾池有铁官

也。”秦国后来正是从韩国手里夺得宜阳的，临近的渑池大概

也曾属于韩国。这就表明，守西河拒韩是有现实地缘政治依

据的。今日的渑池县比秦汉县址稍稍东移[14]，向北渡过黄河就

是今山西运城市的垣曲县，位置相当于秦汉时期的垣县，垣

县属河东郡。不难发现，“西河外黾池”的说法，透露出这样的

历史信息：魏国的“西河”不单单是指今日晋陕间黄河，还是

魏人称呼晋西南的用语，他们不用秦国所谓的“河东”。
需要注意的是，魏国称晋西南为“西河”，仍然没有脱离

魏人中心的视角。从这个称谓来看，魏国的政治中心并不在

晋西南，而应该在河内地区。藤田胜久指出：“（魏）文侯时期

的形势，要注目以安邑为中心与东西各国的战争。”在“魏的

东部区域，魏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酸枣、襄陵等地筑城，成

为战乱之地，在北部则攻打了中山国”。如果说以安邑为中心

之一，与秦国争战，那倒可以成立。但是，要想以安邑为中心，

攻打酸枣、中山，那就有点鞭长莫及的味道，很不现实。实际

上，魏国总体上是以河内为中心发动攻势的。《史记·魏世

家》：“文侯受子夏经艺，”袁传璋《子夏教衍西河地域考论》一

文考证其传经之“西河”不在今日山西，而在“冀州境内东北

流向的黄河”“两侧的地域”[15]。此“西河”近于河内，远离晋西

南。《史记·魏世家》又曰：“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此三人者，君（指魏文侯）皆师之。”文侯之师皆从东方得来，

恐怕与该国政治中心邻近人文繁盛区有关。再看《魏世家》翟

璜之言：“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

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

（指李克）。”“君内以邺为忧，”此处的“内”似不当做内心来

讲，理解为魏国政治中心区更妥当一些。更进一步说，魏武侯

二年，“城安邑、王垣。”此时文侯已死，在其有生之年，安邑也

不具备成为政治中心的条件。不过，“城安邑”的做法表明，安

邑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魏国从安邑徙都大梁，《魏世家》系

于梁惠王三十一年，这已经是较晚的说法，上距魏武侯二年

共计四十五载，这是安邑作为魏都的最高年限，时间并不长。

河南辉县曾经发掘过“战国中期魏国王族墓地”，著名的

“汲冢书”也发现于这一带。可以说，虽然魏都曾迁徙到安邑，

后又到大梁，但是，河内地区一直在魏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相

当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可以肯定，称晋西南为“西河”①是魏

人的习惯。在秦人大规模进攻河东之后，这个习惯称谓就产

生了“错乱”。
四、秦国东进对“河东”称谓变迁的影响

公元前 329 年，“秦取汾阴、皮氏”[9]自此，秦国展开了对

晋西南的强大攻势。秦人步步进逼，魏国节节败退。这就使得

秦人获得了晋西南地域命名的主导权，其表现有三：“河东”称
谓逐渐在魏国流行，蚕食了原有的“西河”称谓；“河东”称谓的

早期含义逐渐为晋西南之“河东”所遮蔽；“河东”称谓逐渐由

习俗性的地域称谓向行政区转化。为了讨论的方便，现将战

国史料中相关的“河东”称谓辑录于下。
（一）指代兖州“河东”
① 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

必仇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
赵必不争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

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

“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

而存燕[16]。（《战国策·赵策三》）
②（齐）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战国策·齐策四》）
③ 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

河东之地。（《战国策·齐策五》）
④ 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

（《韩非子·有度》）
（二）指代晋西南“河东”
⑤ 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战国策·楚策一》）
⑥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史记·张仪列传》）
⑦（魏太子）乃请樗里子曰：“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谓楼

子曰；‘子能以汾北与我乎？请合于楚、外齐以重公也。此吾事

也。’楼子与楚王必疾矣。又谓翟子；‘子能以汾北与我乎？必

为合于齐、外于楚以重公也。’翟强与齐王必疾矣。是公外得

齐、楚以为用，内得楼？、翟强以为佐，何故不能有地于河东

乎？”（《魏策三·魏太子在楚》）
⑧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

（《史记·秦本纪》）
⑨魏入河东四百里。（《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十七年）

⑩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史记·魏世家》）
⑾魏献河东方四百里。（《史记·穰侯列传》）
⑿三国攻秦，入函谷。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东而讲。”（《战国策·秦策四》）
材料⑤⑥显系《史记》承袭《战国策》，乃张仪所言。《史记·

张仪列传》：“张仪者，魏人也。”魏人称晋西南为“河东”，张仪

是其一。材料⑦乃魏太子所言，贵为太子，亦用“河东”称谓。
材料⑩“予秦河东”的表述方式分明是以魏国为主体而言，似

崔建华： 先秦两汉“河东”地域称谓演变考

15· ·



晋阳学刊 2010 年第 2 期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王莽置六队，郡置大夫一人，职如太守……河东为兆队。”

乎也能反映魏人接纳“河东”称谓的心态。第（二）部分材料中

余下的几则，都以秦人为主体，并且所记录的史实大部分与

秦魏对晋西南的激烈争夺密切相关。两国交兵，有战有和，在

议和之时，战败或弱势一方若要保持自身的话语权，几乎是

不可能的。对于河东地区的易手，魏人记做“予秦”，秦人却说

“魏献”、“魏入”，从中分明可以看到强势一方是在强奸魏国

民意，战败的魏国采取的则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意在显

示自己是慷慨施舍的，并非被迫割地。但魏人没有意识到，他

们虽不愿坦承失败，实际上他们的群体心理已被秦国压倒，

因为他们不知不觉中就认可了秦国对魏国土地的称谓。
第（一）部分材料所指的“河东”仍然在使用其早期含义，

单从数量上来看，仅及（二）部分的一半，这或许也能反映“河

东”称谓两个含义的此消彼长。仔细分析还会发现，这个“河

东”是齐、魏、赵争夺的热点地区。它在战国中期以后得以较

为频繁地引人注目，原因在于三大国的矛盾在战国总体政治

格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随着秦国东进，显露出统一

全国的趋势，政治格局就变成了秦与东方六国的矛盾。在此

形势下，兖州之“河东”不可避免地由显著转入了隐伏。与这

一过程同步，晋西南之“河东”则借着秦国在政治、军事上的

高歌猛进，由秦人独有的地域称谓形态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地

区。
对于上引最后一则材料中的“河东”，鲍彪注：“大河之

东，非地名。”鲍氏所谓“非地名”，含义不明。既然说是“大河

之东”，又指晋西南，其大致地域的确不难辨别，为什么说此

“河东”“非地名”呢？鲍氏大概是以后来作为行政区划的河东

郡为参照，故而认为此处的“河东”不能算作地名。实际上，材

料中的“河东”属习俗性的地域概念，当作地名来看也未尝不

可，只是非国家行政层面的地名而已。《史记》明确记载，秦昭

王四十一年，“拜王稽为河东守，”王氏被赋予的政治特权是

“三岁不上计”[9]秦本纪。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河东郡的设立不晚

于昭王四十一年，这是秦人习俗性“河东”称谓上升为行政区

的开始。但这个河东郡与之前的习俗性称谓一样，未必在它

国行得通。秦统一全国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河东郡称谓扩展

其通行范围，并最终成为统一国家层面行政建制的过程。
五、秦汉时期的“河东”称谓

秦汉时代的“河东”一般是指河东郡，史籍中大多用来描

述某人的籍贯，或者是官员的履历，《史记》、《汉书》[17]、《后汉

书》[18]中俯拾皆是，兹不赘举。但也有个别例外，《史记·三代世

表》褚先生曰：“平阳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卫国。”显然，褚

少孙所谓的“河东”并非专指河东郡，而是一个大河东概念，

甚至囊括了河内地区。同时也要看到，褚先生所言“河东”的
地域范围实际上相当于《周礼·职方氏》的“河内”，只不过，褚

先生以河东涵盖河内，河东郡在大河东区域中处于核心地

位，河内实属漫言而及之。这样的视角与秦的历史具有承继

关系。而《周礼》以河内涵盖河东，符合春秋战国之际的晋人

视角，继起的战国魏人加以承袭，故而将晋西南之“河东”从

“河内”分割出去，名之曰“西河”。从《职方氏》到褚先生，晋西

南被赋予“河东”称谓的历史就在其中。
《后汉书·隗嚣传》载隗嚣讨伐王莽的檄文，其中说到王氏

罪状：

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

锢山泽，夺民本业。造起九庙，穷极土作。发冢河

东，攻劫丘垄。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所言多项“逆地大罪”，都是史家比较熟悉的。唯有“发冢

河东”一项，当稍作辨析。若将“河东”解作河东郡，检视文献，

并无王莽在河东郡发冢的记载，倒是存在定陶发冢的事实。
《汉书·外戚传》记载，哀帝建平二年，丁太后（哀帝母）崩，“遣

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哀帝死后，王莽“请发恭王

母（哀帝祖母）及丁姬（即丁太后）冢”，又载：“开丁姬椁户，火

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王莽并

未厌足，声称“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于是“公卿在位

皆阿莽指，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

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间皆平”。仅参与平毁

陵墓的就有十余万人，并且连四夷也惊动了，可见此事在当时

的影响范围很广。隗嚣所说“发冢”劣迹应当就是指此次平毁

定陶恭王母、丁姬陵墓的事件。定陶在鲁西南，正当古“河东”
之地。隗嚣是两汉之际人物，活动于今甘肃、宁夏一带，距离

古“河东”相当遥远，犹使用早期含义的“河东”称谓，考虑到讨

莽檄文必求其明白易懂，那么，肯定汉代社会仍然通行以“河

东”指代兖州之地，当没有多大疑问。这充分展示了“河东”地
域称谓早期含义的强大生命力。

不过，还应考虑另一种因素。隗嚣讨莽檄文的传布对象

是“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
令”，算得上一种较正式的文书。此时的河东郡已经改置，叫做

“兆队”①。檄文用“河东”指代今鲁西南，而不担心引起传布对

象误解，大概也与这个情况有关。《后汉书·光武帝纪》：“（光

武帝）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

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李贤注引《续汉书》曰：“上

问其故，对曰：‘河水从列人北流，如决河水灌之，皆可令为

鱼。’……列人，县，故城在今洺州肥乡县东北。”从河水北流的

情况和列人的地望来看，赤眉军所处的“河东”还是早先意义

上的兖州之地。此事也发生于王莽末年，所使用的“河东”称
谓同于隗嚣讨莽檄文，这大概不会完全出于偶然。对此不妨

这样理解：王莽改河东郡为兆队，国家行政层面不再使用“河

东郡”称谓，这就使得“河东”称谓的原始意义得以释放，重新

活跃起来。但这里需要一个前提，即必须承认兖州意义上的

“河东”称谓一直在下层不间断地使用着。如果说秦统一以后

就彻底消失了，那么，到王莽时，河东郡已经设置二百多年，一

旦改置，人们不用“河东”来称呼原先的河东郡，却重新发现兖

州之“河东”，乐此不疲地使用着。这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事实

上，秦的统一并没有导致“河东”称谓早期含义在社会生活层

面的废弃。《韩非子·有度》：“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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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尽陶、魏之地，”韩非生活于秦统一六国前夕，他笔下的“河

东”仍属早期含义，秦的统一若要导致类似用法在短时间内

灭绝，那是不可能的。
至于《汉书·地理志》所言“河东曰兖州”的提法，前已述

及，明显是抄录《周礼·职方氏》，不具有汉代背景，可以不论。
进入东汉，河东郡重新设立，自此，兖州之“河东”从历史

记录中消失了。可以推断，这种情况类似于王莽之前的西汉

历史，行政建制使得下层称谓在历史记录中隐而不显。至少

在东汉很长一段时期内，早期意义的“河东”称谓仍然在民间

使用。它的生命力源于东方齐鲁文化的长期繁荣，若要渐渐

被人遗忘，有待于晋文化秦汉以来的长期发展积累，提升其

在全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杜佑曾说：“河东，魏晋以降，文学

盛兴，魏丰乐侯杜君畿为河东守，开置学官，亲执经教授，郡

中化之，自后河东持多儒者。闾井之间，习于程法。”[19]卷 179 此

言道出了河东文化的一大变迁乃在魏晋时期，或许自此以

后，以文化积淀为支撑的“河东”称谓逐渐向晋西南转移。到

隋唐时期，说起“河东”，闻者首先想到的不是行政监察意义

上的河东道，而是以裴、柳、薛等衣冠大族为代表的晋西南那

片人文繁盛之地。这是“河东”称谓转移的最终结果，兖州意

义的“河东”称谓应当就消失在这个过程中。
[责任编辑 乔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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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华： 先秦两汉“河东”地域称谓演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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